
2020年春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首古老的
诗句，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最温暖人心、最鼓舞
斗志的力量之一。

这句今天读来依然美好的诗句出自《诗经·秦风·
无衣》，是我国最古老的民间歌谣之一。全诗是：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
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
子偕行！”

今天看来，在三百多篇《诗经》中，这一首的字面
意义相对容易理解，大概是说：谁说没有衣裳穿？有
我与你共战袍。天子发兵去打仗，整理戈矛，拿起兵
器，我们一同上战场。然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重章
叠句，酣畅淋漓。

读者不禁心生疑惑，这是要去打仗啊，是出征前
的战歌啊，却为何要说“无衣”？为何要“与子同袍”，
还要同穿内衣（泽）？

按照《毛诗序》的解释，《无衣》是一首讽谏用兵的
诗：“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为

《诗经》做注解的大儒毛亨、郑玄、孔颖达们，对这一
“刺用兵”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疏笺注解，使其成为正
统和权威。

《毛诗注疏》中是这么解释的：古时候朋友之间关
系密切，就相互说，“我岂曰子无衣呼？我冀欲与子同
袍”。以示双方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情意。君王与
百姓的关系也是这样，君王若能“与民同欲”，同心同
德，百姓自然愿为明君上战场，“乐致其死”。而君王
平时不与百姓“同欲”，临战时才话“与子同袍”，这不
是“同欲”而是“同怨”，所以百姓就要诘责。

有大儒盖棺，这种讽刺、讽谏之说长期占据主
流。直到宋代，又出了一位大儒，看到了“刺”说的牵
强，于是做出新解。这就是朱熹，他在《诗集传》中，用
历史的观念，分析了《无衣》产生的背景：“秦俗强悍，
乐于战斗，故其人平居而相谓曰：岂以子无衣，而与子
同袍乎？盖以王于兴师，则将修我戈矛，而与子同仇
也。”

照朱熹看来，“秦人之俗，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
死”。诗中所写，不是百姓的讽刺与诘问，恰是将士

“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的豪情，是对秦人“强毅果
敢”的褒扬。后人称其为“美”说，并大有追捧者。清
代吴闿生认为，朱熹之说胜于旧说，诗中所透露的豪
气，“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能及”。

春务早期的秦国，还是一个弱小的附庸国，地处
周之西陲，频遭西戎侵扰，可以想见百姓生活贫弱艰
难，常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之憾。一句“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自然充满了激励鼓动的力量。秦人受周
王之封，为周之附庸，其攻代西戎、政战列为的战事，
自然以“王命”而动。所以“王于兴师”，是他们普遍认
同的共同使命。清末王先谦说：“西戎杀幽王，是于周
室诸侯为不共戴天之仇，秦民敌王所忾，故曰‘同仇’
也。”

于是我们可见一幅秦人军民磨刀擦枪、舞戈挥
戟、整装列兵的激昂场景，在“与子同袍”的鼓动之下，
军士们“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的口号声
振林越。

抛开历史上附着在《诗经》上的教化意义，我们仅
从诗之文本、文气上去读去悟，两三千年前的诗歌，至
今仍能引起人们强烈共鸣，在于其质纯朴实的语言，
激越昂扬的情感，洋溢着震撼人心的英雄力量。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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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闹过瘟疫，宋朝当然也不例外。翻开《中
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里面有对宋朝瘟疫的不完全统计：963年，
湖南疫。975年，南土卑湿，秋暑多疫。992年，都城大疫。994年，京师
疫。997 年，江南多疾疫。1003 年，京城疫。1010 年陕西民疫。1019
年，燕地疾疫。1033年，南方大旱，人多流亡，因饥成疫。1049年河北
疫。1051年，南方州军连年疾疫，其尤甚处，一州有死十余万人。1054
年，京师大疫。1060年，京师民疫。1075年，南方大疫，两浙无论贫富，
皆病，死者十有五六……

每隔几年或者十几年，就会有一个地方爆发瘟疫，而每次瘟疫爆
发，都会带走大量生命。“一州有死十余万人”，“死者十有五六”，多么惊
人的死亡数字！

宋朝没有显微镜，人们意识不到瘟疫是由病菌和病毒造成的，但他
们一定注意到了瘟疫的传染性，他们意识到接触感染者和死者是一件
风险很高的行为，很可能让自己也染上瘟疫。《宋史·孝义列传》描述了
这样的现象：“亲邻畏远，莫敢营视……丧经月不收。”亲戚和邻居害怕
感染，不敢探望病者，不敢埋葬死者，有的人死了，尸体在家停放一个
月，都没人敢去安葬。某个地方有了灾荒，当地百姓为了活命，会向别
处逃难俗称“逃荒”。某个地方有了瘟疫当地百姓为了避免感染，也会
向别处迁徙，史称“逃疫”。逃疫能让一部分外逃者避开瘟疫，但是外逃
者当中必然有人已经感染，他们会将瘟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
人口染上瘟疫。

北宋大臣富弼总结过民众四散逃疫和官府救灾不当的后果：“前此
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
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以前官府救灾，在城里定点施粥，让难
民都来领取。结果呢？难民大量案集，擅疫迅速传播，有的人正排队领
粥，排着排着，突然倒地不起，染疫而死。用这样愚套的办法服济灾民，
弊大于利，后惠无穷，名义上是教人，实际上是杀人。

富弼在河北当官时，黄河决口，几万人死于滔滔洪水，待洪水退去，
尸体来不及掩埋，引发一场瘟疫。富弼不敢把逃荒和逃疫的难民聚集
到城里，他采取了相对科学的措施：“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
临时征用空闲的公房和民房，共十万多间，让难民分数居住。“山林陂泽
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暂时开放国有山林和国有湖泊，让难民
进去砍伐和捕捞，渡过无衣无食的难关。“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

“将无人掩埋的尸体搜集起来，集中掩理，减少传染源。
《宋史·富弼传）对此有高度评价：“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

为式。富弼的方法既简便又全面，成了各地官员救灾抗疫的指南。
范仲淹有一个小表弟，名叫滕元发，此人在山东郓城当官，听说安

徽和河南闹瘟疫，预感到将有大量逃疫者来到他的辖地避难。他的做
法与富弼相近：“先度城外废营地，召逾富室，使出力为席屋，一夕成二
千五百间，并灶器用皆具，民至如归：”先在郓城郊区征用一批废弃的军
营，然后让当地富人捐款建房，一晚上就在废弃营地上建起两千多间简
易窝棚，窝棚里还砌了灶台，备了家具。逃疫者来到郓城，不必进城，在
这些窝棚里就地安置，分散隔离，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滕元发与苏东坡是至交好友，苏东坡去杭州当宫，正赶上杭州闹瘟
疫，苏东坡是如何应对的呢？（宋史·苏轼传）是这么写的：“多作饘粥药
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准备大量的米粥和中药，派差役陪着医生去各
个社区送饭送药。“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又
自掏腰包，捐出黄金五十两，建造隔离点，名为“病坊”，让症状明显的感
染者去病坊居住，官方供应饮食。

我们知道，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家曾巩也是“唐宋
八大家”之一。曾巩文章写得好，在抗疫方面也积极果断，条理分
明。查《宋史·曾巩传》：”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亭、传，悉储药
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视诊，
书其全失、多寡为殿最。”江西爆发瘟疫，曾巩命令各县、各乡、各村
和官道上各个国营招待所，统统置办药物，供病人取用。他还把衙门
里的房子腾出来，让无人照顾的病人居住，由官府提供饮食和被褥，
并派医生诊治。这些医生可以得到奖励，谁治愈的病人多，谁得到的
奖励就多。

苏东坡的父亲是苏洵，苏洵年轻时为了做官，曾经向枢密副使（国
防部副部长）田况上书，而田况有一个侄子，名叫田昼，曾经在河南淮阳
担任知县。淮阳爆发瘟疫，人人纷纷逃难，连田昼的副手都跑了。但是
田昼坚守岗位，“日挟医问病者药之，遇疾卒，淮阳人祀以为土神。”每天
都带着医生去给感染者治疗，结果连他也染上瘟疫，不幸殉职。淮阳人
感激他，爱戴他，瘟疫过后，给他建了一座祠堂，把他当成土地神来供
养。用现在的话讲，田昼这位亲民官，属于最美的逆行者。

（摘自《羊城晚报》）

宋朝官员
如何应对疫情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曾有一条严厉规定：禁止红军
指战员吃辣椒。此规定的出台，是基于保障红军指战员健康的科
学决策。

首先，是中央苏区应对传染病、常见病、多发病的慎重决定。
当时，由于条件艰苦、缺医少药，疟疾、疥疮、痢疾、下肢溃疡成为红
军指战员发病率最高的4种病，加上红军战士们行军打仗，风餐露
宿，非常辛苦，身体的免疫力很难抵御外伤感染，有时部队的患病
率竟高达20%—30%，严重影响红军的战斗力。而辣椒属辛辣刺激
性食物，对上述4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没有好处，食用后反而会
加重病情。

其二，是出于对红军指战员饮食习惯的考虑。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定都瑞金，主要管辖赣南和闽西的几十个苏区县，红军战士大
部分是赣南、闽西子弟，而赣南闽西虽然山水相连，而且绝大部分
都是客家人，但生活习惯却不尽相同。赣南人多喜咸辣、而福建人
多喜清淡，忌辛辣。如距瑞金仅几十公里远的福建长汀，日常生活
的食谱里基本没有辣椒这道菜。当时红军部队行军打仗，战士们
消耗很大，后勤保障的重点是要让大家吃饱饭，为了照顾闽西子弟
兵的饮食习惯，上级规定各炊事班不上辣椒这道菜。

1932年10月，中革军委发布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训令，要求
“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全体卫生人员鼓起摧毁敌人的精神
和勇气，消灭痢疾、疟疾、下肢溃疡等时症，要运用卫生标语、传单、
讲演、戏剧、竞赛各种方法来进行卫生运动。各伙食单位的卫生委
员会须立即组织起来，并建立经常的工作，由各级卫生机关直接指
挥”；同时，具体规定了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防蚊、传染病人的隔
离、入院及入院后伙食等 10 条，要求百分之百做到，其中就包括

“禁止吃辣椒”。12月，总卫生部报请军委批准，决定每连设一名卫
生员，由总卫生部负责办训练班，主要是培训如何预防痢疾、疟疾、
下肢溃疡、疥疮4种疾病防治知识和开展卫生运动的主要方法。

对于禁止吃辣椒这项规定对生活在湖南、四川和江西赣南的
红军指战员来说，要做到确实不容易。各部队普遍建立的卫生委
员会，也经常会对各伙食单位进行检查，卫生检查员通过自带筷子
品尝食菜或把筷子探入红军官兵饭碗里舔食，检查菜汁，汤汁尝试
是否有辣味，严查各连队禁辣椒的贯彻落实情况。王稼祥、罗荣桓
等领导干部本来非常爱吃辣椒，为了严格遵守规定，他们以身作
则，带头停止食用辣椒。值得一提的是，刘伯承实在熬不过去，就
偷偷吃一点，被发现后即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包括禁止食用辣椒在内的一系列卫生工作决议、训令，在红军
队伍中迅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不久便取得了显著成效。据
统计表明，1933年至1934年间，疟疾、疥疮、痢疾、下肢溃疡4种严
重危害红军身体健康的疾病得到有效控制，发病率大幅度下降。
红军指战员以更加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强健的体魄投入到对敌斗争
中去。 （摘自《人民政协报》）

清顺治年间，苏州府昆山千灯镇，大儒顾炎武家出了
一个恶奴，给他带来许多麻烦与痛苦……

被囚私牢危在旦夕
顾炎武先祖曾以800亩良田，向昆山豪族叶方恒抵押

借银。叶方恒拿到田契后，多方赖账，最后只支付了240亩
的钱。顾炎武打算赎回田地，叶方恒却再三推托。顾炎武
催讨日急，叶方恒于是以千金秘密唆使顾家家仆陆恩，令
他告发顾炎武私通武装抗清的郑成功。

早前，顾炎武投身抗清斗争，与郑成功和南明的鲁王政权
都有联系。陆恩看在眼里，早就安下坏心。1649年十一月，顾
炎武请一位和尚送信去舟山郑成功处，将信件粘在《金刚经》
的书中，以防清军搜查。陆恩得知后，就花钱从和尚处把这本

《金刚经》搞到手，藏匿起来，以作日后陷害主人的“铁证”。
1655年五月，顾炎武得知陆恩投靠叶方恒，希望其回

心转意，但陆恩却要挟道：“《金刚经》背上何物也？我藏而
不发，乃欲诈吾乎！”顾炎武大惊，当天夜里就带几位亲族
壮汉，将陆恩擒获，怒斥其罪，痛打致死后将其沉入水中，
并搜出《金刚经》销毁。

叶方恒见阴谋破产，便与陆恩女婿一起用2000两银子
贿赂昆山县令，要结果顾炎武的性命。陆恩女婿带了一批
地痞流氓，把顾炎武抓起来，囚禁在陆恩家里，百般折磨，
企图胁迫其自杀偿命。

顾炎武性命危在旦夕，他的好友归庄、路泽溥等人，纷
纷仗义出面营救。归庄直接写信与叶方恒交涉，叶方恒回
信拒绝，归庄只好请他的老师钱谦益帮助。

被迫远走他乡
大儒钱谦益早年曾是江南文坛领袖，但自从表面归附

清朝后，反清志士都不愿与他交往，钱谦益内心十分痛
苦。但归庄却与他保持着深挚的师生情谊，黄宗羲则经常
去找钱谦益，与他共商反清复明的大计。可顾炎武却因为
钱谦益的一度失节，再也不肯认这位老师了。当此之际，
钱谦益要顾炎武认他作老师，方肯出面营救。

归庄知道顾炎武的性格，是决不肯委曲求全的，于是
自作主张，假冒顾炎武的名义书写了一张门生帖子交给钱
谦益。最终，钱谦益以老师的身份为学生说情，地方官也

不能不给面子；加上路泽溥与松江兵备使相识，多方打点，
这样，顾炎武才从恶霸的私牢里移送昆山县衙，被判“杀无
罪奴”，要服苦役。随后，顾炎武又被移送松江府，改判为

“杀有罪奴”，遭杖责后释放。
顾炎武被释放后，不仅不领钱谦益的情，反而急着去向

钱谦益索要归庄写的那张门生帖子，钱谦益不给，顾炎武就在
大街上贴了一张告示，声明自己不是钱谦益的学生。

钱谦益听说后，忧郁地说：“宁人何其卞也？”意思就是
说，顾炎武怎么这么着急呀！万一官府再把他抓去怎么办
呢？顾炎武不知道，此时的钱谦益与柳如是也在积极从事

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钱谦益的学生郑成功的几次率军北
伐，都是钱谦益秘密策动的。

叶方恒见顾炎武被释放，气急败坏，便派出刺客去暗
杀他。顾炎武行至南京太平门外时，早就埋伏在路边的刺
客从树林间冲出，击其头部，顾炎武受伤坠驴，幸亏有人相
救，才未丧命。

与此同时，叶方恒又唆使恶奴陆恩女婿等数十人，将
顾炎武家洗劫一空。叶家是豪强地主，与江南官府中人多
有勾结，顾炎武无法再在家乡立足了，只得远走他乡，从此
在北方度过晚年再未归来。 （摘自《文史博览》）

中央苏区曾
禁止红军指战员

吃辣椒

顾炎武宁死不领钱谦益的情


